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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從教育社會學日益成為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以來，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在與其它學科或研究領域之間的關係，及在學科的自我定位上，這門學科總是處於一個曖昧且不確定的狀態。它甚至被質疑是否可以宣稱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學科，或者只是一個特定研究領域，一個屬於教育這個應用性學科的一個特定研究領域；或者它只被視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一個由社會理論及方法所指引的特定研究分支。事實上，長期以來教育社會學幾乎被視為教育領域中的一門課程，然而這門課程是否有某種獨特的視野呢？

本文的主旨在於處理如下的問題：如果我們宣稱教育社會學可以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那麼它的具體定位與意義何在？它有何獨特的視野與方法？換言之，若以教育研究為出發點來看，教育學、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經濟學均可以被視為教育研究的一個相關領域，那麼，同屬於這個相關領域的教育社會學，與前者相比，有何獨特性與優位性，以致於它不會被化約到前面這些學科之中？同理，若以社會研究為出發點來觀察，不論政治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或都市社會學等等，均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那麼同屬於社會學分支的教育社會學，又有何種獨特性或優位性，以致於它將不只是社會學理論觀點的一個運用呢？簡而言之，就學術研究的定位而言，教育社會學只是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或議題？或是一個學科的分支？或者正如本文後來要強調的：它本身就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學科。本文的基本假定是：教育社會學與教育學及社會學等學科高度相關，但它卻不能被化約入這些學科之中。它所提供的獨特視角，將產生我們在教育行動中達成自我啟蒙與自我批判，這不是其它與教育相關的學科所能提供的。

不僅從學術研究角度來定位教育社會學，我們也應思考從經驗實踐的角度來定位教育社會學的意義與價值。簡言之，這門學科將如何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指介入教育活動）之中？它與其研究對象的關係是以何種方式建構起來的？相較於其它學科，教育社會學是否具有獨特且不可取代的實踐意涵？尤其對於今日台灣的教育現象而言，這門學科所帶來的視野與反省，是否更具有獨特的實踐意義？

眾所週知，台灣教育在最近二十多年來發生巨大的變化，十年的教改運動是台灣教育面臨巨變的一個縮影。然而教改運動雖然掀起巨浪，但也陷入進退維谷。我們日益發現教改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看見制度變革在人們具體的教育行動中產生了扭曲與轉化。也許現在是一個全面反省教改運動的好時機，我們所要的不是改革或反改革的判定，不是非此即比的是非選擇，而是針對整個教改歷程的深度反思。我們要問的是，對於這樣的反思，教育社會學可以提供怎樣的視野、啟發或洞察，而使得這門學科可以對日常教育實踐帶來具體的貢獻？而且這種貢獻正是其它學科觀點所無法提供的。本文另一個基本假定是：教育社會學應可以對今日台灣教改之反省，提供一個超越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甚至將它們整合進來）的一個整全視野，好讓我們在具體實踐中，真正洞察及批判我們自身教育行動的本質。
以下我們將以三個命題，分別體現出教育社會學獨特視野的三個層次，來展開我們的論證。

二、教育嵌入社會脈絡之中

（命題一）：教育行動或教育日常實踐活動，乃是指涉行動者透過符號系統將其知識、價值與意義在兩代之間傳遞的過程。然而這種符號傳遞過程並非在真空或理念中運作，也非在個體心理層面中實行，而是深深嵌合入具體的社會情境及文化脈絡之中的。教育活動的本質、內涵及結果，唯有放在社會體制、文化模式與社會互動的平台上才能獲致真正的理解。

這一命題的核心在於：教育實踐的本質與社會實踐之間是息息相關的。一直以來，教育問題總是與哲學或心理學的視野發生關聯。它或是被劃歸入某種哲學理念中爭論不休（如教育哲學），或是從個體（不論是教育者或受教者）的心理層面來進行檢視（如教育心理學或學習心理學），我們很少能夠將教育行動放入社會文化整體的視野來考察。事實上，教育問題必然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不能被化約為個體心理或意志的展現過程，也不只是根據一個理念或理想所作的規範性的推論，它也不只是涉及人力資源或成本效益的計算問題，它更不只是教學內容或工具是否恰當、班級經營管理是否完善這樣的技術性問題（儘管這些問題在教育實踐過程中不能免除）。

正是在這裡，我們看見了教育社會學的觀點與視野的所能發揮的重大作用。它要求我們把教育議題放入社會整體脈絡來考察。因為任何一個教育行動，總是一個既定社會文化符號的傳遞行動，行動者（不論是教育者或受教者）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傳統及規範共識之中，他們總是進入一個既定的階級位置與權力支配體系之中，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所傳遞的文化符號內容，也必須被明示或默認是合法的知識體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教育本質上是社會的產物，是社會基本體制的反映。不論是教育的理念、內容、型態、執行與結果，都與它所身處社會的特性息息相關。這一觀點正是教育社會學最基本的立場。

以教改為例，許多教育改革的方案，不論就其理想性與方向性而言，可說是洋洋灑灑，也可能深具學理上的正當性，如常態編班、九年一貫課程、建構式數學等。然而在具體實行過程中，我們就必須考慮到執行者（基層教師）所具備的社會情境與文化條件因素。例如，傳統文化長期積累的慣性或惰性（如升學主義）、教師階層所具有的習性與思維方式、以及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因為各種力量運作下所形成的策略等。忽略這些社會性因素，將會使我們只在理念層次進行改革，流於表面的改革與反改革的意氣之爭，而無法認清改革問題的本質。

三、教育涉及主流價值的符號爭奪

（命題二）：相較於社會其它諸領域，教育領域對於社會自身的再生產與實踐活動而言，具有一種獨特的優位性與核心性。這就使得教育領域與社會宰制階級團體的利益與價值之間形成緊密的連結，它是社會集團的兵家必爭之地。質言之，它以一種符號鬥爭的型態展現，一種關聯到主流價值的符號鬥爭。作為符號鬥爭的教育實踐行動，永遠與社會的核心價值與共識、規範與承諾、階級利益與統治權力之間相互糾結在一起。

教育實踐不僅深深嵌入社會脈絡之中，更重要的是，社會行動與體制也被各式各樣的教育實踐活動所穿越及滲透。由於語言符號的傳遞與複製正是社會維持與再製的關鍵因素，因此，教育行動就必然處於整個社會體制運作、維持與再製的軸心位置。事實上，教育實踐常常是整個社會中有關於文化傳遞、社會整合與人格陶成（這三者均是靠符號的傳遞產生作用）的主要承載者。它對於社會文化傳統的解釋與創造、社會價值與共識之形塑，以及兒童及青年的社會化等歷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它對於社會秩序之穩定、文化模式之維持與宰制階級之價值與利益之再製，有決定性的價值。

因此，教育領域自古以來就是社會統治集團的必爭之地，是社會權力運作機制與文化意識形態鬥爭的核心場域。當然這種鬥爭不是赤裸裸的物質利益或武力的鬥爭，而是關於理念的、合法知識的符號鬥爭。這種鬥爭的恆常性產生如下的結果：教育，就其鬥爭意涵而言，絕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領域。也就是說，教育永遠無法免除其政治效果，甚至政治性正是構成教育的本質性因素。對於這個政治性的描述與揭露，將是教育社會學的基本任務。

再以教改為例，教育改革，本來就是對舊有教育制度的變革。這些變革看似一個獨立單一的制度環節的改變，但事實上它通常涉及制度核心的變化。表面上是一個方案的替代與施行，但事實上它體現了社會中佔統治地位階級或集團的利益。例如，在九年一貫的新制度中，強調所謂知識領域之能力取代知識學科內容的掌握，事實上這背後代表著社會新中產階級的新型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所謂教科書多元化與一綱多本制度，也同樣體現這個階級的價值觀。

四、教育實踐內涵誤認的符號權力體系

（命題三）：教育實踐行動的本質內蘊兩種相反的特性：符號性與政治性。符號性要求真理與正義的承諾，政治鬥爭性卻又要求利益、權力與價值的滲入。這兩種看似相互矛盾的特性就在教育場域中結合起來。這產生了教育實踐特有的「誤認」（misrecognition）的現象，也就是教育論述在本質上有其意識形態的虛假性（迷思）。一方面教育必須具有合法性、權威性與去利益化的真理性，但另一方面，它的實質內涵與效果又高度地滲入了利益與權力之運作。簡言之，教育之論述基本上就是一種「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它明明是一滲入特定利益的權力運作，但卻以去利益化的、理想化的符號型態出現。

正如前一命題中所言的，教育處於社會符號再製過程中的核心位置，這就使得教育過程與教育之內容需要一種理想性與合法性的保證。也就是說，教育所傳遞之知識必須是被這個社會所認可之合法知識，而且它也必須在知識傳遞過程中被教育行動的雙方在有意無意中接納其為無可置疑的真理。唯有如此，受教者才能心悅誠服地接受它，並將其內化到我們的身心狀態之中。這也就是在教育語言或教育論述中，我們會發現大量具有理想化的概念或價值的原因。然而，具體的教育實踐事實上卻深深嵌入社會宰制階級的基本利益，因而它必然帶有高度的政治的特性。換言之，在這個場域中所充斥的理想概念與符號，必然以一種意識形態的面貌出現，它需要社會集體對其合法性的認可，但其具有的體現統治階級利益的特性，就必然使其認可實質上是一種「誤認」。

提出「誤認」，並非要指出教育語言只是一種謊言，一種被有心人士製造出來的陰謀，相反地，是要說明它正是教育領域之符號權力運作最根本的展現模式，是教育實踐的本質及可能性條件。也就是說，誤認並非是一個心理學上，而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它是教育實踐維持運作的合法性條件，一種迷思—對教育實踐有具體作用的迷思。當然，它也成為教育社會學應持續關注與檢視的對象。事實上，教育社會學應包含一種取向，那就是對於教育符號權力的誤認體制進行永恆的批判。

我們以高等教育改革為例。近年大學改革中的所謂追求卓越計畫，如五年五百億計畫與以SCI發表篇數作為評鑑指標等。這些改革措施必須建立在一個理想化的教育論述上，也就是，為了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及國家總體競爭力，必須將資源集中在少數幾所大學之中，而且以SCI作為評鑑指標，可以與世界同步，快速達到國際化。當社會大眾大多數認可這樣的論述時，教改方案就會如火如荼推動。此時儘管仍有少數不同見解，也只能在符號鬥爭中趨於下風。事實上，這個政策是否會達成其宣稱的理想，有很大的疑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對於原本已享受大量資源的少數大學，帶來最大的好處。而這些大學正是代表這個國家教育與學術的統治集團精英的利益。至於SCI作為評鑑指標，基本上也符合以自然科學為主理工掛帥之學術界的統治者之利益。

五、結語：教育社會學作為啟蒙與批判

以上三個命題：教育的社會鑲嵌性、教育涉及主流價值的符號鬥爭、教育內涵誤認的符號體系。可以促使我們對教育社會學的獨特視野與具體定位，有更深層的理解。我們可將這種獨特視野與定位陳述如下：

（一）教育社會學將提供一個社會思維的平台，以便使我們更深刻掌握教育行動的本質。這是一種社會性的啟蒙（enlightenment），它讓我們從哲學思辯與心理取向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我們體會到那深藏並積澱在我們身上或互動體制中社會文化因素，讓我們身處在教育現場時，更能敏銳地知曉教育行動的資源與限制。

（二）教育社會學提供一個關於教育實踐的符號鬥爭的深刻洞察，這種洞察也具有啟蒙的功效。它讓我們從純粹規範性或純粹經驗性的方法論設想中解放出來，讓我們把價值、承諾、利益、階級及權力等相關因素帶入教育傳遞的過程之中，好讓我們能超越學究式的「理論的邏輯」，進而深刻地把握具體的教育「實踐的邏輯」。

（三）教育社會學的視野最終將提供一種批判（critique），一種對教育論述與實踐的永恆批判。它讓我們深刻體會到教育行動中所傳遞的具有真理性的合法知識，在其本質上是符號權力的展現，而有「誤認」的特性。因而對人們所認可的教育理念、制度或實踐採取批判的態度，揭露其誤認與迷思的本質，進而找尋教育體制與行動的未來可能性。

本文最後，我們以國中全面實施常態編班為例，以教育社會學的觀點及視野來進行一個簡短的分析，以便作為例證。

若從教育機會與資源分配平等的理念來看，常態編班似乎較原先的能力分班更具公平性，許多人甚至認為常態編班是解決升學主義的良方。然而，我們若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也許能帶來一些不同的觀點。事實上，不論採用哪種分班方式，它都必須嵌入社會運作的大環境中。假若教育體制本身擔負著文化再製與社會再製的重責大任，因而它都必須有一套價值標準及篩選機制，來區分（distinction）好的、正確的知識與好的、優異的學生。升學主義代表著社會對這套標準機制有其價值取向，而這取向又是深厚的文化傳統所形塑而成。能力分班基本上是指一種以班級為單位在學習上的等級化制度，它正是在這套深厚文化傳統的產物。假若升學主義的價值取向沒有重大變化，要想藉由常態編班來對抗升學主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因此，這個制度施行以來，遭到不小的阻力。我們發現，儘管教育當局三令五申，許多學校在家長要求下仍偷偷施行能力分班。有些學校變相地運用各種名義，如特殊班、資優班或才藝班，讓等級制借屍還魂。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正是教育日常實踐可能的真相。其實，即使常態編班能被徹底施行，那些上層階級的家長仍然可以利用校外補習或其它方式來擴大與中下階級的差距；班級間取消等級制，並不表示在班級內部，或在學校之間等級制不會更加猖獗。事實上，正如本文第三命題所強調的，常態編班作為教育平等的標誌，其本身就是一個誤認的體制。它只是促使教育學習的等級制度以及社會階級再製的過程，以更加隱晦、更加精緻的方式呈現出來罷了。

本文是一個針對教育社會學的獨特視野進行論證的初步嘗試。希望透過這樣的努力，能夠為教育社會學的基本定位找尋一個可行之路。由於只是初步嘗試，疏漏在所難免。期望能在今後的研究中繼續深化這一論述，並希望就教於諸教育先進。

